解放前吴江学生运动纪实

——“吴江青年歌咏队”

王正斌

    解放前，吴江县七个大镇除平望镇外都有一所初级中学。如盛泽镇的盛湖中学，黎里镇的禊湖中学，同里镇的仁美中学，震泽镇的育英中学，以及芦墟镇的分湖中学。松陵镇除有一所完全中学即吴江中学外，还有一所江苏省立吴江乡村师范学校。吴江中学的高中部是单轨制，每年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十人左右；吴江师范的中师部是双轨制，每年中师毕业生虽在数量上超过普通高中一倍，但由于面向全省招生（当时苏北和宜兴的学生较多），吴江本地的学生所占比例不大。所以，解放前全县中学生的人数很少，年龄也较小。他们对时代的反应不敏感，对社会的影响也微不足道，向不为当时的当局所重视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我时年十八岁，在吴江中学读书，正由高中一年级升入高中二年级。在日寇铁蹄下八年亡国奴般的生活，人们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凌辱。一旦获得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，人人都是雀跃欢呼。从此将是黑暗尽头，光明无限。特别像我们这样一些青年学生既缺少生活经历，又不懂政治历史，被当时那种热烈的场面所蒙蔽，在欢庆之余，俨然把蒋介石当作了一代英豪，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样一个独夫的身上，

可是，仅以“天”来计算时，人们的美好理想就被一批批“从天上飞下来的”，
“从地下冒出来的”大员们的丑恶表现摧毁了。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堂课，就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留下了恶劣的印象。胜利了，人们的政治生活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比以前“奴化”时有所改善，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法币贬值，物价一日数涨。全国反饥饿、反内战，要民主、要自由的风潮，工潮和学潮如风起云涌，特别是学潮最为激烈。人们从无知的“拥护”而逐渐走向了实感的反对。

当时蒋介石反动政府为了维持反人民的内战，和卖国政策的需要，对全国人民，特别是对全国大、中学校的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，采取了法西斯的残酷手段。严密控制大、中学校的所谓“异端”活动，社会上和全国各个学校里都呈现着一片白色恐怖的现象。我们这些“小知识分子”是最敏感不过的，思想纯真，热爱生活，富于幻想，追求未来，有自己的是非感。看到学校里的种种反常现象，又受到全国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影响和鼓动，在我们的意识中萌生了反国民党，反蒋介石的情绪，迫切要求民主，要求自由和要求进步。因而，随着时代前进的巨轮，出于自发地，卷进了伟大壮观的学生运动的洪流中去了。

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，于一九四六年九月秋季开学后，由当时高一班的刘树春（现任吴江县纺织公司副经理，工程师），林怡然（现任浙江省石油勘探大队工程师），刘钟淦（现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）和杨熙华（现任吴江中学教师），以及高三班的我为主，以团结同学，要求进步为宗旨，联络了一部分同学，组成一个“吴江青年音乐会”。当时比较活跃的人，除上述五人外，还有刘树芳、高慧敏、顾其瑞、计重云、庞彩珍等。正式成立时，会员约有三十人左右。当时的主体会员是高一班的学生，其次是高二班，初中部只是极少数，高三班只有我一人。

创办一个团体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。我们事先的计划并不太周全，仅是粗线条地确定几件事。例如：第一，公认几个头头，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五个发起人；第二，经费从那里来？会员平摊；第三，活动安排，每星期两次，都在下午放学以后。说实在话，这些问题都是容易办的。还有比较难办的事，如由谁来选歌、教唱、指挥？在我们之中没有这样的人才，必须邀请校外人。再有，到那里去活动？在校里易遭人注目，不安全。

通过大家想主意，终于发现了吴江的“两费”，即费旭初和费因笃。他们是叔侄关系。前者是上海音专的高材生，有强烈的正义感，对国民党的现状很不满；后者是宗教界的爱国人士。经过我们和他们两位联络，他们不但欣然同意，还愿意给以支持。费旭初除为音乐会的巩固和发展出谋划策外，并根据各人的喉音组织分部队形，在教唱之余进行个别辅导，选集歌曲；费因笃不但借出了基督教做礼拜用的“四维堂”作为音乐会的活动场地，还把他妻子蔡恩召也动员出来为会员练唱和演出时担任伴奏。他们都是义务的。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，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新学期开学不久就开始活动了。第一件事是编印歌集。歌曲绝大多数是由费旭初提供的，第一集以民歌为主，如《江河波浪》、《康定情歌》等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民歌在解放区很流行，直到临解放前才有所闻。解放后随军过江的文工团在表演时，我们所学过的那些民歌几乎都在台上演唱。其中有几首直到现在电台里还经常播唱。现在回想，真还有些悚然呢！后来，随着全国学潮进一步加激，第二、第三集歌集选用的歌曲亦逐趋激进。如《在松花江上》，《黄河大合唱》，《伏尔加船夫曲》等；配合全国学运，鼓动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，如《精诚团结歌》（歌词是由费旭初针对斗争形势需要改写的），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；为支持浙江大学“于子三”事件的，如《茶馆小调》；对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而加以嘲讽的如《古怪歌》，为怒斥政治小人，社会蛀虫的，如《你、你、你、你这个坏东西》，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前，为歌颂解放的，如《你是灯塔》，《山那边呀好地方》和经费旭初把歌词稍有改动的《新民主主义进行曲》等。歌集是以16开白报纸装订成册，封面正中是红色套印的一只古式竖琴，封面里页刻有全体会员的名单。负责编辑的是上述五个发起人。刻印主要由杨熙华和庞彩珍负责。直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我高中毕业时为止，共印了三集。除正集外，还刻印二次32开本的小册子，专印激进程度较高的歌曲。那是不公开的。以自学为主，费旭初进行辅导。歌集我原都珍藏在家，可是在“文革”这场浩劫中，被抄家时抄出，作为“罪证”而“没收”了，真是可惜。

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破坏，为了求得我们这个团体的安全和存在，费旭初认为“音乐会”这个名称太引人注目，他建议要缩小，改为“吴江青年歌咏队”。我们接受了。于是，从印发第二期歌集起，就改“会”为“队”。再有，当时吴江县国民党的县长叫顾鸿熙，据说他是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亲属。顾鸿熙有个女儿叫顾葆瑜（现在上海市歌舞团工作），就读于吴江中学高中二年级，她喜爱唱歌。费旭初提出要我们设法利用她的特殊身分，起到保护团体的作用。我们也接受了，便以其所好，把她吸收入队，列为主要队员。凡演出时，总安排她有独唱节目。她独唱时大多唱的是抒情歌曲，如名曲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、《也是微云……》等，把她推上第一线。为了不使她过于突出，有时我们叫杨熙华也同时排进独唱节目演唱。她在独唱时，一般是由我为她伴奏。希望以此造成一种错觉：有县长的女儿在内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遮障住反动军、警、宪、特的耳目。还有，在刻印第二期歌集时，费旭初安排把“三民主义歌”配上四部合唱歌谱，用一大版面印在第一页上，使人一翻开歌集就能看到国民党的党歌。实际只是为了做做样子，我们从来也不教唱这首歌的。

有一次，是在一九四七年春的一天放学后，我们分头来到“四维堂”。费旭初走进堂内正准备开始教唱，突然见他面部表情显得有些紧张。我敏感地环顾一下四周，发现在后座坐着一个身着淡色西装的大年龄陌生青年人。此人我认识他，叫陈乃扬，是个苏北人，有人说他是伪县长顾鸿熙带来的亲信，也有人说他是顾的亲戚，在伪吴江县保安团里担任连长。不了解是什么目的，他常爱和我们青年学生来往。有一次我们演话剧，需要一枝小手枪，我先是通过顾葆瑜的关系认识了他，然后向他提出借用一下小手枪的要求。他慨然同意，答应在正式演出时借给我们用。到时，他果然把枪拿来了，是一枝“李士群式”的电木柄六寸小手枪，没有子弹。可是，由于他的身份和政治背景，我和我的同学对他总是存有很高的戒心。今天我们没有通知他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心里既是疑窦忡忡，又是十分担心。我注意到费旭初很快就镇静下来，他不慌不忙翻开歌曲集，叫大家翻第一页，教唱起“三民主义歌”的四重唱，把乐谱讲了一通。他把音乐的乐理部分讲得特别详细。还未等到费旭初把乐理部分讲完，是不是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色彩，从中找不到有“异端”活动，还是由于音乐的乐理高深，“牛”听不懂“琴”声，这位“不速之客”耐不住性子，而从后座悄悄地溜走了。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。事后，我们故意在顾葆瑜面前散布一些抱怨的话，想利用她的力量，把陈乃扬和“陈乃扬式”的人物阻止在“四维堂”之外。果然，以后见不到“他们”再来干扰了。

青年人是活跃的象征，歌咏队又是个活跃的组织形式，所以很容易团结青年人，很快，在我们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进步青年，从开始时的三十人左右，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人。这么一大帮人，其中又不乏激进人物，有了一个自己的阵地，集合在一起交流思想，传递书刊，议论时政，活动内容自然地会带有政治色彩，难免与当时当局在政治上格格不入。虽然歌咏队不是个政治团体，队员中（包括指挥，伴奏等），又没有共产党员也没有地下共产党组织通过什么关系的领导作用，但明显地反映出了反迫害，反独裁、反内战，要自由、要民主、要解放的进步政治倾向。所以，很早就被吴江三青团团部所注意。

“吴江青年歌咏队”在当时白色恐布之下的松陵镇是唯一的一个青年组织。是它点燃了吴江的学生运动之火。在解放战争节节获得胜利的时候，以“青年歌咏队”队员为核心，发动了以反对三青团为目的的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活动，轰走了以三青团书记张寿安为首组织的歌咏活动，组织了以反对国民党反动军官队为目的的“邹月娥事件”的抗议活动；还进行了以传播马列著作和共产党书刊为目的的“江友”旅外同学会的活动，及“普益社图书馆”的活动，等等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这些活动所以能搞得轰轰烈烈，是与早期“青年歌咏队”的组织联络工作分不开的。以后，学联系统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队员中陆续发展了地下共产党员，把吴江的学生运动逐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，把运动搞得更加广泛，更加札实，“吴江青年歌咏队”确实是起到了先锋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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